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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，如何保障城市及其文

化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一大难题。芒福德警告世人：
“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化进程日益加快，它代替

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”，人
类“在物质能量、工业生产率，在发明、知识、人口

等方面”出现“愚蠢的扩张和爆炸”，结果“距离合

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”[1]。城市化
进程给人类文化成果造成了巨大冲击，阮仪三指

出：“由于‘建设’而造成的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是惊
人的”，“在经过了许多的教训和挫折之后，人们才

逐渐认识到了历史建筑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

值和作用”[2]。西方学者 Sharon Zukin提出城市文化
是组织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，城市的历史形象“不

仅反映了真正的城市空间”，也能“从特定的视角
对一座城市的纪念碑性质进行想象的重组”[3]；他

认为对城市历史性建筑的保护甚至构成了城市经

济发展的“文化策略”[4]。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为延续

城市历史文脉、建构城市文化形象而不懈努力，例
如：陈平原之于北京文化、冯骥才之于天津文化、

冯天瑜之于武汉文化、杨剑龙之于上海文化、杨宏
烈之于广州文化、张鸿雁之于南京文化……诸多

学者与城市的文化情结折射出当代中国人面临经

济、文化全球化趋势，对于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的
高度关注。

冯骥才先生既是蜚声文坛的作家，也是著名

的城市文化保护者，他在给阮仪三《护城纪实》一

书所作的序言中盛赞其文化良心和人格精神。本

文以冯骥才与天津城市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，结

合冯骥才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，探讨城市化规

模急剧膨胀的时代背景下，冯骥才作为一名知识

分子的智慧、良心和使命。

———冯骥才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

高 兴

摘要：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冯骥才是著名的城市文

化保护者，他的城市文化意识在时间向度上表现出开放与建构的品格，同时强调城市文化的历史性和空

间性相统一，尤为重视城市文化的时间意义和空间价值。冯骥才对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极为深厚的情

感，天津历史文化在他看来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而构成的一种“奇异的创造”。冯骥才痛惜天津旧城

遭遇“建设”性破坏，他将信念化为行动，通过文化“抢救”和文学创作来记录和描述天津的历史文化，彰

显了当代中国文人的智慧、良心和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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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时间意义和空间价值：冯骥才城市文化意
识的核心

芒福德指出：“古往今来多少座城市又无一不

是时间的产儿。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铸模，多少人

终生的经验积累都在其中冷却着、凝结着，又通过
艺术手段被赋予永恒的形式……在城市环境中，

时间变得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。……历史文化遗迹
的保护已经是当今城市中一项重要事实。”[5]城市

文化具有时间内涵，它是人类世世代代艺术经验

的结晶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迹非常重要。
芒福德从人类学层面上对于城市文化作出了

理性反思，而冯骥才的城市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

人文情怀，他“关心的是民族的精神问题”，其文化

立场“是超越城市本身的”[6]。冯骥才既睿智地洞察

了城市文化的时间意义，又清醒地认识到城市文

化的空间价值。

冯骥才认为“时间也能创造财富。文物是时间

创造的”[7]，宣称“一件古物救活了一片消失已久的
遥远的生活图画”[8]，感叹“历史的过程一半是创

造，一半是泯灭。它把世界缤纷地填满，随即再抹
去，于是留下了一片片空白，往往使我们迷失于一

种记忆的真空中”[9]。冯骥才不遗余力地从事古城

的保护，是因为他看到了城市历史文化的易逝性

和不可再生性，并为此感到忧心如焚：“城市的历

史文化形态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财富。凡历史创造
的，都是一次性的，失去了便无复再生。尤其那些

历史文化名城，都是地球上活着的最大的文物，是

千姿百态的人文奇迹，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精神

空间。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懂得，必须珍惜它，保护

它，加强它和衍续它。”[10]冯骥才并非以线性思维来
审视其时间意义，他认为“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

值，必需站在未来才能看到。文化，不仅是站在现

在看过去，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”，这就需
要培养一种敏锐的“文化眼光”，具备足够的“文化

远见和历史远见”[11]。冯骥才对历史遗产的珍视是

建立在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的思想

基础之上，绝不能被解读为简单的“复古”，他的体
会是：“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，而

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。那么历史价
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。”[12]冯骥才的

城市文化意识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开放与建构的品

格，他总爱用“发酵”一词形容城市文化的孕育和
发展。

冯骥才曾提出城市文化的历史性和空间性相

统一的观点：“历史既是时间的，也是空间的”，“历

史在化为时间流逝而去的同时，又化为一种神奇

的有灵性的空间存在下来。”[13]将历史视为空间存
在，这不仅因为绘画天赋对冯骥才的感知方式造

成了影响，更源自他的文化立场———主张文化的
多元和平等。他多次声明“关心文化全球化”，“关

心国民的文化精神”[14]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，

冯骥才认为“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种同化”，而“同
化的结果便是趋同和泯灭个性”，所以提出“文化的

地域特征一旦形成，它就成为一种个性的生命，互

相不能替代。在日趋全球化的当代世界，这种各异
和独自的文化个性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”[15]。

他告诫人们“警惕地球文化”，因为“人类文化最重
要的特征，是它的多元性”[16]。文化既是多元的又

是平等的，冯骥才不仅主张东西方文化可以互补，

而且认为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的文化地位不存在高

低之分，“文物之间可以划分品级，文化之间却是

完全平等的。各个民族、地域、城市的文化都是自
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，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

一己贡献”[17]。多元、平等的城市文化价值观使冯骥

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空间意识。
在冯骥才眼里，每个城市都是有生命形象的，

他对城市文化的认识不完全趋同于芒福德那样冷

静的西方学者，虽然他也强调城市历史遗迹保护

的必要性。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城市古建筑和老街

道，冯骥才不但思索着它们的文化内涵，更品味着

它们的人文精神，于是时间和空间在他的心灵中

开始盘结、交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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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奇异的创造”：冯骥才眼中的天津城市文化

“上海学”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，“北京学”
也日益崛起于学林，而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相对

滞后。“五千年中国看西安，一千年中国看北京，一

百年中国看天津”，天津无论在近代工业发展还是
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经独领风骚，其辉煌

的城市文化却尚未引起当今学者的足够重视，岂

不有些怪哉？

在当代文坛，冯育楠、冯骥才、林希、肖克凡等

作家的作品被视为“津味”小说，但“津味”文学的
势力并未雄厚，研究者指出“‘津味文学’写作机制

的核心，是上世纪 80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
氛围与一种地域文化有机的文化认同”，况且“‘后

津味文学’整体上凸显了一种地域文化与当下生

活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，它最终呈现出的，与其说

是一种‘津味文学’的当下延伸，倒不如说是‘津味

文学’的终结”[18]。该观点至少表明“津味”文学在反

映天津地域文化方面的欠缺和遗憾。冯骥才的身
份较为特殊，他既是表现天津地域文化的优秀小

说家之一，又是“抢救”天津历史文化的斗士，常以
文化人的身份纵论天津城市文化。

冯骥才“出生在天津，却不是天津人”，“站在

门槛上”评说天津则“距离正好”[19]。冯骥才对于天
津有着极深的情感，他坦言：“因为我知道天津这

块土地繁华的由来，及其种种崎岖与艰辛。没有这
块土地就没有我的生命。我生命的偶然在这里成

为必然的。因而，我是怀着感恩戴德之情，去寻访

先人们每一步的足痕。”[20]冯骥才在对天津的观照
和叙说中融入了深深的历史沧桑感，对天津昔日

光景的追怀实际上也包含着他的生命体验与心灵

寄托。

冯骥才认为明代永乐二年建成的天津老城有

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“城中十余万天津人世世
代代繁衍生息于此，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

和文化形态”，天津老城简直成为“天津人赖以自

信的潜在而坚实的精神支柱”[21]。冯骥才还“多少受

一点法国的文化史年鉴学派的影响”，认为“天津
最具魅力是在清末民初，那是这个城市的转型期，

随着租界的开辟，现代商人进入天津跟本土的文

化相碰撞，三教九流都聚集在天津，人物的地域性

格非常鲜明和凸显”[22]。这一论断符合城市文化发

展的基本规律，因为农村文化较为封闭，乡土社会

大多隔离，而“城市文化显然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

的特征”[23]，五方杂处的文化生态促使现代城市文
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。另外，“城市的重要特点或

者本质特点是集聚”，它“不仅是各路文化人才的

聚集地，而且也是各种思想流派、艺术流派的相互
交锋、相互融合的场所”[24]。冯骥才确信近代天津

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，在 20世纪初，“天津是
中国的一块大磁石，把天南地北的人往这块忽然

走红的土地上吸”[25]，形成无比繁荣的文化景观：

“海港、铁路、电讯、建筑业等，和西方人带来的先
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”；那时还发生了“天津

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”，移民带来大批资产

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技术，“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
代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一跃成为我国近代领先的魅

力无穷的大都市”[26]。
冯骥才指出了天津的“三个历史文化空间”：

“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空间”、“以旧租界为中心

的近代文化空间”和“沿河而存在的文化空间”（即
“码头文化”空间）[27]。他辨析了城市文化空间与天

津人的性格心理的联系，认为“租界的天津”和“码
头的天津”这两大文化板块对于天津人文精神的

影响是有所不同的，构成“说天津话的天津”和“不

说天津话的天津”[28]之别。他觉得码头文化更具有
天津本土特征，“天津这城市，受益于海河水系。这

无疑以码头为起点”[29]，码头文化孕育出天津人的
个性：他们有“一副火热的肠子”，“急公好义，守望

相助，人情味十分浓厚”；他们秉持“优胜劣汰”的

生存竞争原则，“钦佩有真本事的能人”；他们“重
市井有过于社会”，所以“天津的艺术很少有凌驾

于市井之上的沙龙艺术或什么纯艺术”；他们“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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饱知足，知足长乐”，将“自嘲”作为“语言的笑料和

生活的调料”[30]。冯骥才断定天津受外来文化冲击
的时间较短，而且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缺少契

合”，“在近代天津城市的流变中，真正发生作用的
还是本土的码头文化”，天津人形成了“炽烈爽利、

逞强好胜、充满活力的地域性格”，他们“运用外来

商机，将天津发展为北方商埠的人文基础”[31]。冯
骥才也极为重视中西文化碰撞对于天津文化的影

响，他意识到“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，天
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”[32]，

肯定了租界“五大道”、小洋楼等城市景观的文化

价值和历史魅力，宣称“一百年来，天津有两个截
然不同的‘文化入口’”，除了指向“老城文化”的

“传统入口”之外，还有另一个“近代入口”可以透
视外来建筑“小洋楼”，它构成“天津最具特色、最

夺目的文化风光”[33]。

冯骥才看到“近百年中国的大城市都是‘中西
碰撞’给撞出来的”，强调 1930年代的天津与上海

的相似性，在天津能够找到与上海十里洋场类似

的摩登场景，但老天津的灿烂光华在人们的记忆

中已经褪色，连李欧梵这样深谙民国文化形态的

学者尚不知情，遑论普通大众对于曹禺作品中的

老天津的知晓？据冯骥才的理解，天津的近代文化

只纳入了西方社会的“生活文化形态”而没有形成

“思想文化形态”，“尽管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
响方面一度在中国占领先位置，但并不能因此说

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”，外来文化形态“基
本上存在于租界中”，何况“旧日的天津与京都近

在咫尺，皇城根下任何响动都能传入大内”，造成

了天津“地方文化的保守性”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：
“天津是中外政治军事冲突的前沿”，“列强的霸悍

凌辱与强烈的民族自尊酿成一种排外情绪，曾经

深深积淀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。故而，上海与天津

虽然都是最早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城市，但上海的

文化心理是崇洋，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内与上海近

似，本土大众对于‘洋’字从不顶礼膜拜，最多只是

“好奇而已”，甚至在“好奇”、“戏谑”之中夹杂着“一

种隐隐的对抗”[34]。冯骥才对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深

度解析令人感叹。在他看来，天津城市文化是东西
方文化交融和碰撞而构成的“一个奇异的创造”[35]。

三、记录和描述：冯骥才对于天津文化的“抢

救”与刻画

冯骥才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被破坏的现象感到

揪心不已，他真切地感慨：“我们这个自诩为文化
大国的国家，多么迫切地需要多一些虔诚又火热

的文化良心！”[36]

听闻天津旧城将遭拆迁，冯骥才立即四处奔

走，组织专家对老城遗迹展开地毯式考察，拍摄了

大量具有天津历史文化内涵的照片，出版了大型

画集《旧城遗韵》向人们展示天津旧城的历史遗存

和文化景观。此后，冯骥才又组织文化、历史、考
古、建筑、民俗等多方面学者对天津的租界建筑及

码头文化遗址进行考察、研究和拍摄，按照他对天
津城市文化空间的理解，主编出版了《小洋楼风

情》和《东西南北》这两本文化图册。冯骥才将捍卫

天津历史文化的巨大激情融入到挽救津门老城、

抵制租界建筑被破坏、抢救濒临毁灭的估衣街等
一系列重大活动，从他倡议建立保护城市文物古

迹的法规、现场签售明信片《估衣街珍存》等细节

行为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天津历史文化的爱

护。他的苦心经营“终究将历史消失前的一瞬，形

象地锁定为永久”[37]。
冯骥才将良知付诸实践、将信念化为行动，李

欧梵称之为“有机知识分子”，冯骥才承认：“有机，

就是多方面结合的、追求效应的、行动性的。我喜
欢行动———用行动来实现思想，或者把思想变成

充满活力的行为。”[38]他干脆用另一名称“行动知
识分子”来表达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[39]。冯骥才

除了写作之外便致力于文化保护事业，出版了一

些与文化保护有关的书籍，还亲自到国外考察其

他国家关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措施及方法。他

在《抢救老街》、《手下留情———现代都市文化的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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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》等著作中继续呼吁人们保护天津历史文化。近

几年，他的文化视野和活动范围有了新的拓展，启

动了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，加紧抢救少

数民族濒危文化，但他始终强调实际行动的意义：

“请学者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书桌，到田野去！研究

的工作永无止境。抢救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

性的使命。”[40]

无论冯骥才拥有多少种文化身份，勿忘他是

一位怀有人间情怀的优秀“作家”。他对天津的热
爱不仅反映在其护城行为里，也表现于文学创作

中。

冯骥才认为“作家最重要的是抓住地域的精
神，也就是地域人的精神”[41]，其作品体现了“对地

方乡土有着浓厚的情爱”[42]。冯骥才在散文《逛娘娘
宫》中动情地回忆了儿时所见到的天津画卷，对于

旧时年货市场上的炮、灯、画、糕充满着无限神往，

领略到了老天津“一个无法形容的、灿烂辉煌、热
闹非凡的世界”[43]，宫北大街、宫南大街、娘娘宫以

及戏台、集市、小贩、香客、游人的天津人文景观在

他的笔下呈现得那样清晰。冯骥才的很多小说“有
意兑进”了天津的“历史风俗画的溶液”，“把风土

人情，历史习俗，民间传说，全渗杂进去”[44]。《神鞭》
生动地再现了晚清天津的社会风俗面貌，勾勒了

天津城的自然风光、野市商店、市井娱乐、规矩礼

仪等生活形态，又渲染了天津人的性格、道德、信
仰等精神内涵。《鹰拳》以天津租界的民园球场为

历史舞台，刻画了一位胸怀正义、武技高超的天津
老者形象，他施展神功当众惩治了蛮横无礼的外

国士兵以后，便隐藏于集市当中售卖炸糕，凝聚着

天津人的人格魅力。《神灯前传》和《神灯》抒写了
老天津浓厚的风土人情、宗教习俗，荒芜的旧城、密

布的村落、穿梭的航船、美味的小吃、云集的商贩、
杂多的艺人……这些都被冯骥才描摹成“一幅有浓

郁地方特色的天津卫的晚清社会的风景画”[45]。在

冯骥才的笔下也有当代天津景观的描绘，例如他

的小说《匈牙利脚踏车》展现了由租界“中街”演变

而成的解放路上的交通拥挤现象。总的来看，冯骥

才在文学创作中关注更多的还是天津的历史文化

和人文精神。他始终对天津的市井人物倍感兴趣，
这基于他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：“天津卫本

是水陆码头，居民五方杂处，性格迥然相异，然燕

赵故地，血气刚烈，水咸土碱，风习强悍。近百余年

来，举凡中华大灾大难，无不首当其冲，因生出各

种怪异人物，既在显耀上层，更在市井民间。”[46]在
天津的市井民间中潜藏着很多奇人异事，所谓“津

门胜地，能人如林”[47]，《三寸金莲》、《阴阳八卦》、
《奇人管万斤》、《炮打双灯》、《好嘴杨巴》、《张大

力》等作品无论意在文化批评还是文化撷英，均鲜

明地凸显了天津的人文气息和历史韵味。
“天津虽为近代名城，由于历史曲折独特，民

俗尤具鲜明个性。既有纯真质朴之乡土气质，又有
殷勤热切之市井情怀；既有燕赵故地豪爽刚强之

气质，又有商业重镇精明活泼之性灵”[48]，冯骥才

怀着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欣赏与热爱，挖掘和宣

扬天后宫剪纸、杨柳青年画、连环画和小人书等民

间文化形式的宝贵意义，成为他继古城抢救和文

学书写之外的又一文化义举。综观冯骥才在记录
和描述天津历史文化方面的执着行为，可以深切

地体验到他对这个文化名城所怀有的良心与使

命，他不断地践行着自己的文化倡议：“再多一点

天津味”！[49]

四、结语

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固然

给市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与富足，无数先人以

智慧与汗水营构起来的文化遗产却遭到了巨大的

破坏，当代人应当进行深刻反思并做出正确选择。
自古以来，文人与城市渊源颇深，市井、酒馆、

沙龙、公园、大学、咖啡店、影戏院等各类城市空间

中都曾留下他们徘徊游荡或激情飞扬的身影。本
雅明认为作为“游手好闲者”的文人是“大城市的

产儿”，文人在漫步中“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
全部关系”[50]。本雅明是一位“收藏者”，他声称“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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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”，将“收藏”看成

“现代世界的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”，由于“城市生
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、记忆和下

意识的侵占和控制”，“收藏”有助于还原文人的内
部世界，“在传统和充满先辈的气息和注目的事物

中，他感到与那个精神的整体同在”[51]。

冯骥才也曾表示“收藏观是一种价值观”，“收
藏者的快乐”在于“发现”和“享受”，但他绝非一个

只关注自我内部世界的文人，他强调“使古物收藏
在保存文化和体现文化方面发挥作用”[52]。也许中

国的文人精英们更关心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性，

1940 年前后的郑振铎先生曾奔波于抗战的烽火
中，为“抢救”大批遭劫的民族文献而殚精竭虑、呕

心沥血。如今，又有冯骥才先生奋斗于城市化进程
的激流里，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、发扬民族人文精

神而疾声呐喊、四方求索。他孜孜不倦地从事“历

史的拾遗”[53]这种艰苦繁忙的文化工作，昭示着当
代中国文人的智慧、良心和使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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